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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机制的构建∗

———以朝衡在唐任职为线索

张 维 薇

　 　 内容摘要:朝衡(阿倍仲麻吕)在司经局、秘书省等图籍机构的履职

活动,帮助同期日本朝廷从源头上准确把握唐官方书籍的信息。 而唐图

籍机构的书籍生产、出版及外交赠赐等职能,亦有效促成唐文化向日本传

播的“书籍之路” 的展开,形成“遣唐使求书上奏—日籍秘书监斡旋对

接—生产线组织参与—外交赠赐”的有序机制。 同时,朝衡举荐日籍人

士任职后续秘书监,亦成就了 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的延续与发展。
关键词:朝衡　 司经局校书　 秘书监　 遣唐使　 书籍之路

引言

书籍作为古代东亚、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,历来备受学界

重视。 20 世纪 90 年代,“书籍之路”概念的提出①,揭示了古代中日文化

交流模式以书籍为主的事实,提示书籍作为文化载体的特殊性与重要性,
至今已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②。 但遗憾的是,前期研究对“书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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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“日藏近代中日外交珍

稀资料研究”(23VJXT023)阶段性成果。
详参王勇:《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———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》,《浙江

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03 年第 5 期,第 5—12 页。
例如,黄俊杰、王震、王杰将“书籍之路”作为方法论,对若干文献个案进行深度研究

(黄俊杰:《东亚“书籍之路”上的〈论语〉:研究新视野探索》,《甘肃社会科学》2008
年第 1 期,第 74—76 页。 王震:《“书籍之路”历史遗存的经典个案———樱田本〈孙

子兵法〉来历探讨》,《东疆学刊》2020 年第 3 期,第 38—45
 

页。 王杰:《“书籍之路”
视域下的〈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〉考论》,《海交史研究》2024 年第 1 期, (转下页)



路”的阐释大多基于书籍交流的史实展开,对相关机制的考察尚未深入。
笔者管见,仅王勇对公元 8 世纪遣唐使求书计划的订立做过梳理,揭示出

日本朝廷意志对“书籍之路”的主导①;但对于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的源流、
流通路径及运作模式等未作深入探讨。

公元 8 世纪中日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频繁。 日籍官员任职于唐图籍

机构,成为中国古代官制史及中外交流史上的独特景观。 这一现象为近

代日本学界所关注,亦曾引发若干讨论和质疑。 村尾元融②、杉本直治

郎③等学者相继尝试通过文献考证对该现象进行解密,但由于史料阙载

及研究视角、方法的时代局限,对日籍秘书监任职的动机、背景契机及职

权性质等问题尚未形成确切的观点,以至于诸多疑难留存至今。
公元 8 世纪,是日本吸收唐文化的盛期④。 在这一历史阶段,以中国

为源头的典籍交流活动亦呈现历史高峰。 8 世纪上叶,遣唐使朝衡(阿倍

仲麻吕)⑤以客卿身份任职于唐太子宫左春坊司经局、秘书省等皇家图籍

机构,对日本的唐文化吸收及中日书籍交流贡献斐然。 本文即以朝衡

在唐图籍机构的任职活动为主线,探寻其在同期遣唐使求书活动中的

主导性,还原唐文化东传高峰期中日“书籍之路” 的源头、路径与运行

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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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接上页)第 83—92 页)。 日本学界方面,水口干记从概念批判的角度对“书籍之路”
理论进行了探讨([日]水口干记:《“书籍之路”概念再考———王勇说的批判性继

承》,王勇主编:《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》,中国书籍出版社,2015 年,第 30—
41 页)。 辰巳正明进一步扩展了“书籍之路”理论的外延,关注 8 世纪日本文学以

遣唐使为介对敦煌文学的吸收([日]辰巳正明:《敦煌~長安 ~奈良:敦煌文学文献

のブックロード》,《文学·語学》第 214 号[2015 年],第 108—115 页)。 原丰二明

确了遣唐乐人与“书籍之路” 的关系([日] 原豊二:《多様なる遣唐楽人の姿:階
層·地域·ブックロード》,《和漢比較文学》第 57 号[2016 年],第 1—16 页)。
王勇:《公元 8 世纪的中日“书籍之路”———基于第 12 次遣唐使求书历程的探讨》,
《郑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1 年第 5 期,第 104—110 页。
[日]村尾元融:《续日本纪考证》卷十一,日本内阁文库藏本(索书号:137-0110),
叶九。
[日]杉本直治郎:《阿倍仲麻呂傳研究》,勉誠出版,2006 年,第 284—285 页。
[日]森公章:《遣唐使と古代日本の对外政策》,吉川弘文館,2008 年,第 67 页。
朝衡,一作晁衡,为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,唐廷赐姓朝(晁)。 古代日本文献惯称其

为阿倍仲麻吕、阿倍仲满等,古代中国及越南文献惯称其为朝衡。



一、司经局校书任职与 8 世纪上叶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的奠基

隋唐时期,采集一切书籍文献运回日本,是遣隋唐使的重要目标①。
遣唐使因携归书籍的任务,成为实际意义上的“求书使”②。 唐开元五年

(717),朝衡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入唐。 身为 8 世纪初日本重启对唐外

交后的第二批官派留学生,朝衡肩负奈良朝廷下达的求书任务,通过在唐

图籍机构的任职活动逐步达成使命。
开元中,朝衡经科举及第入仕唐廷。 《旧唐书》 载:“其偏使朝臣仲

满,慕中国之风,因留不去,改姓名为朝衡,仕历左补阙、仪王友。 衡留京

师五十年,好书籍,放归乡,逗留不去。 天宝十二年,又遣使贡。 上元中,
擢衡为左散骑常侍、镇南都护。”③朝衡在唐留居的五十年间,历仕玄宗、
肃宗、代宗三朝,历任司经局校书、左拾遗、左补阙、仪王友、卫尉少卿等

职。 天宝末,擢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,迁左散骑常侍、安南都护、安南节度

使。 《续日本纪》载:“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,唯(吉备)大臣及朝衡二人而

已。”④王维曾以“名成太学,官至客卿”⑤记述朝衡入国子监求学、科举及

第而留仕唐廷的经历。
朝衡的首任官职为司经局校书。 司经局隶属太子东宫,是唐代重要

的皇家图籍机构,《新唐书》载其“掌经籍,出入侍从”
 

⑥。 据《唐六典》记

载,司经局下设“校书四人,正九品下”,“校书、正字掌校理刊正经、史、

子、集四库之书”
 

⑦。 属于基层职位的校书,地位在司经局长官洗马及中

职文学之下,主要负责宫廷图籍的基础校阅,兼侍奉太子日常。
朝衡任司经局校书的相关经历,可从储光羲赠朝衡诗《洛中贻朝校

书衡》中略见细节:“万国朝天中,东隅道最长。 吾生美无度,高驾仕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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羽离子:《仿隋唐东瀛建制藏书———日本对古代中国藏书体系的移植》,《图书馆》
1993 年第 1 期,第 33 页。
王勇:《遣唐使时代的“书籍之路”》,《甘肃社会科学》2008 年第 1 期,第 70 页。
刘昫等: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,中华书局,1975 年,第 5341 页。
[日]黒板勝美编:《國史大系》第二卷《續日本紀》卷三三,經済雑誌社,1897 年,第
588 页。
王维撰,陈铁民校注:《王维集校注》卷四,中华书局,2020 年,第 318 页。
欧阳修、宋祁:《新唐书》卷四九,中华书局,1975 年,第 1294 页。
李林甫等撰,陈仲夫点校:《唐六典》卷二六,中华书局,2014 年,第 666 页。



坊。 出入蓬山里,逍遥伊水傍。 伯鸾游太学,中夜一相望。 落日悬高殿,
秋风入洞房。 屡言相去远,不觉生朝光。”①“洛中”即洛阳,为朝衡任司

经局校书之地。 “高驾仕春坊” 则指向其供职机构为东宫下属左春坊。
据日本学者杉本直治郎考证,朝衡任司经局校书的时间约在开元九年至

十五年之间②。
司经局掌管大量藏书,“凡天下之图书上于东宫者,皆受而藏之”③。

对于肩负求书使命的朝衡而言,供职于司经局为其求书活动创造了条件。
唐代官方书籍生产的目的之一即“下赐”④。 秘书省校书柳宗元《寄许京

兆孟容书》载:“家有赐书三千卷,尚在善和里旧宅。 宅今已三易主,书存

亡不可知。”⑤自贞元十二年(796)至二十一年,柳宗元在京任校书十年,
获赐书籍三千卷。 身为唐臣,朝衡在司经局的任职活动亦为其获得朝廷

赐书提供重要契机。
校书有外出采访及搜寻遗典的职责。 储光羲《送沈校书吴中搜书》

称“秦阁多遗典,吴台访阙文”⑥,秘书正字萧颖士《登临河城赋》序曰“天

宝元年秋八月,奉使求遗书于人间”⑦。 事实上,校书外出访遗典阙文,
与遣唐使求访阙书的模式如出一辙。 遣唐使的求书活动带有浓厚的国

家意志,将所求书籍献呈朝廷为其本职义务;同时,日本朝廷尚设奖励

机制,对遣唐使的求书成果论功行赏⑧。 校书的访书工作不仅可为(遣

唐使)朝衡自身的求书任务提供线索、扩充其藏书量,亦为遣唐使团体

的求书活动提供可靠的渠道、途径及实践范例。 对于《旧唐书》中朝衡

“好书籍”的记述,当置于 8 世纪“书籍之路”背景下遣唐使热衷汉籍的

大环境中观察⑨。 这既是对朝衡校书职业生涯的写照,也是对其背负朝

廷求书使命在唐求书、访书活动的历史记录。 《旧唐书》谓开元初日本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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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尚君纂校:《唐五代诗全编》第 9 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4 年,第 254 页。
[日]杉本直治郎:《阿倍仲麻呂傳研究》,第 270 页。
李林甫等撰,陈仲夫点校:《唐六典》卷二六,第 666 页。
郭伟玲:《唐代秘书省图书出版职能研究》,《兰台世界》2020 年第 4 期,第 141—142 页。
董诰等编:《全唐文》卷五七三,中华书局,1983 年,第 5790 页。
陈尚君纂校:《唐五代诗全编》第 9 册,第 263 页。
董诰等编:《全唐文》卷三二二,第 3262 页。
王勇:《遣唐使时代的“书籍之路”》,《甘肃社会科学》2008 年第 1 期,第 71 页。
王勇:《隋唐中日书籍交流史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2021 年,第 58—59 页。



唐使“所得锡赉,尽市文籍,泛海而还”①,《新唐书》亦称其“悉赏物贸书

以归”②。 朝衡任校书期间的访书活动,符合日本朝廷的“官方意愿”,同
期遣唐使团体的求书活动亦受其照会③。 而朝衡的私人藏书,在汉籍随

遣唐使东传的历程中亦贡献良多。
在典籍输入成为遣唐使政治任务的 8 世纪,所有日本遣唐留学生都

尽各自之力,活跃于各类大小规模的求书活动中,把从唐廷所获的学习生

活补贴尽数用于购买书籍,呈现一股求书热潮。 《续日本纪》记载,开元

二十二年学问僧玄昉携带大量佛典归国:“天平七年随大使多治比真人

广成还归,赍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来。”④玄昉一行携归的大量佛经,是
8 世纪唐佛教界的最新成果,体现了奈良朝统治者对宗教意识形态构建

的重视。 而与朝衡同批入唐的留学生吉备真备,亦带回大量典籍:“入唐

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《唐礼》一百三十卷、《太衍历经》一卷、
《太衍历立成》十二卷、测影铁尺一枚、铜律管一部、铁如方响、写律管声

十二条、《乐书要录》十卷。”⑤

在玄昉、吉备真备随第十次遣唐使东归的开元二十二年,朝衡已迁补

阙⑥。 补阙作为唐代基层谏官,虽官秩卑微,但身为唐玄宗近臣,在纳谏

与议政层面拥有一定特权⑦,这无疑有利于遣唐使求书活动的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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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昫等: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,第 5341 页。
欧阳修、宋祁:《新唐书》卷二二〇,第 6209 页。
石孟桥:《汉籍东传日本之路探析———以日本遣唐使对唐朝宫廷典籍的搜集活动为

中心》,《日语学习与研究》2023 年第 3 期,第 116 页。
[日]黒板勝美编:《國史大系》第二卷《續日本紀》卷十二,第 266 页。
[日]黒板勝美编:《國史大系》第二卷《續日本紀》卷十二,第 197—198 页。
朝衡原应随第十次遣唐使归国。 因时任补阙,归国请求未得唐廷允许。 朝衡诗曰

“慕义名空在,愉忠孝不全。 报恩无有日,皈国定何年” ([日]
 

塙保己一:《古今和

歌集目録》,《群書類從》卷二八五,續群書類從完成會,1960 年,第 116 页),即作于

开元二十二年第十次遣唐使归国之际。
《唐六典》载:“左补阙、拾遗掌供奉讽谏,扈从承舆。 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,不合于

道,大则廷议,小则上封。 若贤良之遗滞于下,忠孝之不闻于上,则条其事状而荐言

之。”(李林甫等撰,陈仲夫点校:《唐六典》卷八,第 247—248 页)说明补阙在理论上

具备参政议政的权利,以及直谏皇帝、弹劾公卿的特权。 而据《旧唐书》记载,“其选

甚重,其秩甚卑”,“(拾遗、补阙)国朝故事,供奉官街〔衔〕中,除宰相外,无所回避”,
“遗、补官秩虽卑,陛下侍臣也”(刘昫等: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六,第 4341 页;卷一六五,第
4316 页),可见,拾遗、补阙二职官品虽不高,但政治地位极高,朝廷对其选拔极为谨慎。



二、秘书监任职与 8 世纪中叶儒释道汉籍的东传

《大日本史》朝衡传载,朝衡“后至秘书监兼卫尉卿”①。 天宝十二年

(753)秋,在唐廷为第十二次日本遣唐使举行的赠别仪式上,吏部郎中王

维曾赋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》②一诗赠别朝衡。 杉本直治郎据王维赠诗

的时间推证,朝衡任职秘书监的时间约在天宝十二年左右③。 笔者认为,
从第十二次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任秘书监来看,天宝十二年当临近朝衡的

任期之末。 若按唐朝官员四年一任推算,其任职时间可上推至天宝八年

前后。
秘书省是唐代主持国家图籍事业的中央行政机构,也是保存整理官

方藏书的主要场所④。 隋末战乱,“经籍亡散,秘书湮缺”⑤,后经搜罗购

求,藏书渐增。 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唐初尚存历代图籍“凡四部经传三千

一百二十七部,三万六千七百八卷”⑥。 开元年间,唐玄宗组织秘书省进

行编目整理与图籍扩充。 开元九年所撰《群书四部录》著录秘书省藏书

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,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”
 

⑦;开元九年《古今书

录》载书“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”⑧;《开元内外经录》则著录佛经、
道经“凡二千五百余部,九千五百余卷”⑨。 可见,8 世纪上叶秘书省的典

籍藏量之富,当可满足遣唐使的求书需求。
据《唐六典》载,秘书省长官秘书监“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”􀃊􀁉􀁒。 8 世

纪中叶,日籍秘书监朝衡实际执掌着这一唐图籍生产及收藏的资源总库。
与此同时,随着吉备真备、大伴古麻吕的二度入唐及鉴真第六次东渡,日
本的唐文化摄取及人员外交亦攀至历史高峰。 朝衡在第十二次遣唐使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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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日]德川光圀修:《大日本史》卷一一六,德川家藏版,1911 年,第 317 页。
王维撰,陈铁民校注:《王维集校注》卷四,第 317 页。
[日]杉本直治郎:《阿倍仲麻呂傳研究》,第 279 页。
赵永东:《谈谈唐代的秘书省》,《文献》1987 年第 1 期,第 268 页。
欧阳修、宋祁:《新唐书》卷一〇二,第 3983 页。
魏征、令狐德棻:《隋书》卷三五,中华书局,1973 年,第 1091 页。
王溥:《唐会要》卷三六,中华书局,1960 年,第 658 页。
刘昫等:《旧唐书》卷四六,第 1962 页。
刘昫等:《旧唐书》卷四六,第 1965 页。
李林甫等撰,陈仲夫点校:《唐六典》卷十,第 297 页。



书活动中的斡旋对接,亦印证了他在 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机制的构建

及运作过程中的重要性。
天宝十一年入唐的第十二次遣唐使,肩负奈良朝廷委任的重大使命。

除聘请高僧鉴真东渡传戒以外,尚须完成艰巨的求书任务。 唐玄宗曾特

许大使藤原清河、副使吉备真备等一行进入宫内重要藏书机构参观,而带

领使团参观皇室图书馆的向导,正是时任秘书监朝衡。 《日本高僧传要

文抄》记载:
又敕命朝衡领日本使于府库一切处遍宥,至彼披三教殿。 初礼

君主教殿,御座如常庄饰,九经、三史架别,积载厨龛。 次至御披老君

之教堂,阁少高显,御座庄严少胜,厨别龛函盈满四子、《太玄》。 后

至御披释典殿宇,显教严丽殊绝,龛函皆以杂宝厕填,檀沉异香庄校

御座,高广倍胜于前……御座及案经架宝庄饰尽诸工巧。 皇帝又敕:
摸取有义礼仪君子、使臣大使影、副使于蕃藏中,以记送遣。①

“府库”,即位于宫廷内部的皇家书库,属藏书机构。 而“三教殿”作为唐

代宫廷“三教论释”的重要机构,是儒、释、道三教融合的宗教观与意识形

态的体现,在发挥唐代宫廷宗教机构功能的同时,亦扮演着皇家藏书机构

的角色:代表儒教体系的“君主教殿”藏九经、三史,道教秘阁“老君之教

堂”盈四子、《太玄》,“释典殿宇”中又设“案经架宝”。 唐玄宗御命安排

的三教殿导览活动,提示了秘书监朝衡对日本遣唐使求书活动的引导;肩
负求书使命的遣唐使抵达长安,向唐廷奏报求书计划后,时任秘书监的朝

衡,迅速在遣唐使、唐廷及唐官方图籍机构三者之间形成了有效对接。
朝衡在此次遣唐使求书活动中的交涉斡旋,促成大量儒释道书籍的

东传。 《日本国考略》载曰:“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,易姓名曰朝衡,
历左补阙,久乃还。 天宝中孝明复遣朝衡单贡,求内外经教及传戒。”②

“单贡”“求内外经教”等信息,均揭示出朝衡在第十二次遣唐使求书活动

中发挥的作用。 8 世纪中叶日本遣唐使的求书目标,主要包含儒、释、道
三教的“内外经教”。 日本以唐文化的“全盘输入”为政策导向,力求将唐

土书籍尽数携归,前一批次遣唐使未能收集到的“阙书”,往往被订立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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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批使团的硬性任务①。 唐代的佛经生产实际具备浓厚的官方色彩。 就

写经活动而言,秘书省、门下省、集贤院等官方图籍机构扮演了主要角色。
秘书省作为唐官方最高图籍机构,在佛经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②。
据《大日本古文书》记载,天宝十二年入唐的第十二次遣唐使,归国时带

回佛典 24 部共 107 卷③。 而在天宝末年遣唐使所求佛教阙典的抄写、出
版与赠赐过程中,秘书监朝衡的统筹、策划与组织,亦体现其对汉籍传日

机制的引导与实践。
与此同时,朝衡对 8 世纪中叶遣唐使道教典籍的摄取亦有所贡献。

早在 8 世纪 30 年代,第十次遣唐使曾携道典、本灵像返回日本。 《册府元

龟》记载:“(开元)二十三年闰十一月,日本国遣其臣名代来朝,献表恳求

《老子》经本及天尊像以归,于国发扬圣教。 许之。”④其间,朝衡的动向

虽无确凿文献可循,但就其补阙身份而言,有可能对此次遣唐使求书活动

予以助力。 而 8 世纪中叶道典的传日,是对前期遣唐使道典吸收的延续,
与朝衡关系甚为密切。 天宝十二年,朝衡随第十二次遣唐使返回日本,携
归大量道经。 王维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》序载:“金简玉字,传道经于绝

域之人;方鼎彝樽,致分器于异姓之国。”⑤亦有观点称,朝衡着力于道典

的传日,缓和了唐日官方在道士渡日及鉴真东渡问题上的政治分歧,促成

鉴真第六次东渡的成行⑥。 此次遣唐使的求书活动,亦受益于若干政治

条件⑦。 朝衡的斡旋缓和了唐日官方的外交矛盾,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儒

释道书籍东传的比例。 朝衡东传道典的史实载于赠别诗文,亦确认了遣

唐使所求书籍在归国前夕以外交方式实现赠赐的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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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勇:《公元 8 世纪的中日“书籍之路”———基于第 12 次遣唐使求书历程的探讨》,
《郑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1 年第 5 期,第 104 页。
宋亚伟:《唐代官府写本考略》,《图书与情报》2002 第 2 期,第 40 页。
[日]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编纂:《大日本古文書》卷七,東京大學出版會,1987 年,
第 496—49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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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,第 11559 页。
王维撰,陈铁民校注:《王维集校注》卷四,第 318 页。
郭祝崧:《评〈望乡诗———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〉》,《日本研究》1997 年第 1 期,第
65 页。
详参石孟桥:《汉籍东传日本之路探析———以日本遣唐使对唐朝宫廷典籍的搜集活

动为中心》,《日语学习与研究》2023 年第 3 期,第 111 页。



8 世纪遣唐使对儒学典籍,尤其是宫廷藏书的搜集,离不开唐王朝的

支持。 大量宫廷典籍的传日,单凭个别遣唐使自身的能力难以实现,这亦

凸显了任职于唐图籍机构的日籍官员在其间进行斡旋交涉的价值。 成书

于 9 世纪的日本汉籍目录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,著录了大量从中国携归

的经籍①,其中所录卷数众多、门类完备的唐宫廷典籍,如《文馆词林》等,
当由唐廷赐予遣唐使而传日,在唐任职的朝衡等官员,在这一过程中发

挥了重要的引导与助力作用;诸多仅限于朝廷内部特定机关使用、藏于

秘阁内府而尚未在州县流通的宫廷典籍,如《越王孝经》 《史记音义》
《贞观格》等独具规模、卷帙完备的珍籍,其收集者为在唐廷任职的遣

唐使成员的可能性最高;李白、王维等文人诗集的东传,亦与朝衡关系

密切②。

三、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的运转逻辑与机制的延续

(一)唐官方图籍机构属性与遣唐使的任职动因

唐司经局、秘书省等官方图籍机构的社会职能,是判断遣唐使的任职

活动在 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具备何种历史效用的关键。 作为唐代官

方最高图籍机构,秘书省除基本的收藏职能以外,尚承担了绝大部分官方

书籍的生产(抄写)任务,亦因此具备了发行、外赠等多元职能③。 因此,
从唐图籍机构的性质、特征及社会功用,可一窥遣唐使在唐任职的动因及

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的源头、发生路径与运行机制。
《旧唐书》载,司经局人员编制为“洗马二人,太子文学三人,校书四

人,正字二人,书令史二人,楷书手二十五人,典书四人”④,承担部分书籍

的生产、发行职能。 因此,8 世纪上叶担任司经局校书的朝衡在入仕之初

即已参与官方书籍的生产,且熟悉生产流程。 就秘书省的人员编制而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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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书由藤原佐世于日本宽平年间(889—898)奉敕编纂,著录日本皇室及贵族所藏

汉籍 1554 部,16308 卷(详参孙猛: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》 “前言”,上海古籍出

版社,2015 年,第 7 页),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敕编汉籍目录。
石孟桥:《汉籍东传日本之路探析———以日本遣唐使对唐朝宫廷典籍的搜集活动为

中心》,《日语学习与研究》2023 年第 3 期,第 115—117 页。 朝衡在唐留学及任职

期间,与王维、李白等文人交往密切。 王维有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》,李白亦有

《哭晁卿衡》传世。
郭伟玲:《唐代秘书省研究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21 年,第 175、180 页。
刘昫等:《旧唐书》卷四四,第 1908 页。



绝大部分亦为生产线从业者。 《唐六典》载,秘书省涉图籍生产工序的人

员包括“秘书郎四人,校书郎八人,正字四人,主事一人,令史四人,书令

史九人,典书八人,楷书手八十人,亭长六人,掌固八人,熟纸匠十人,装璜

匠十人,笔匠六人”①。 校书、正字等基层职务,是将收集的书籍图文进行

刊正,形成供书手抄写的典校本,对书籍进行分类、标注,确定其四部归

属②。 作为官方书籍出版的重要环节,抄书活动在满足本机构藏书需求

的同时,尚可满足部分发行需求③。 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秘书省藏书量

的丰足。 临时生产、增产的职能,可极大程度满足同期日本遣唐使的求书

需求,是为遣唐使积极在唐图籍机构任职之动因。
遣唐使所求书籍属官方生产范畴。 在唐代官方写书及生产活动中,

秘书省始终占据重要地位。 收到遣唐使的求书申请后,唐廷随即下令相

关机构进入生产工序。 秘书省以长官秘书监为主导,承担唐代官方写书、
搜访、修撰及校勘等任务。 依据生产需求,“勒创立案,别置纳历,随月申

台”④。 秘书郎、典书等人员对应抄写的图书种类及数量进行登记,提供

给秘书省负责人安排抄写。 秘书省接收后上报工作量,提请物资支援⑤。
而在秘书省任职的日籍人员,可以直接参与到日本所需书籍的生产活动

中,日籍秘书监作为求书活动的中枢,在策划组织、生产线统筹、人员物资

协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唐代官方书籍生产的首要目的是为补充国家藏书,其次尚有外交赠

予、赐予臣下、通行范本、学校学习用本等多种功能⑥。 其中,外交赠予是

官方书籍生产的重要用途。 《唐六典》记载,秘书省“有二局:一曰著作,
二曰太史,皆率其属而修其职;凡四部之书,必立三本,曰正本、副本、贮本,以供进

内及赐人。 凡敕赐人书,秘书无本,皆别写给之”⑦,可知秘书省生产图籍的目的

之一正是赠赐,其中便包含赐予外国使者的书籍。 《唐会要》载:“开元十

九年正月二十四日,命有司写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文选》各一部,以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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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城公主,从其请也。”可知唐廷将依据求书者的具体请求,命相关机构

抄写后赠赐。 又载:“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,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《礼记》
一部,并杂文章。 令所司写《吉凶要礼》并《文馆词林》,采其词涉规诫者,
勒成五十卷,赐之。”①“所司”,即秘书省②。 秘书省因其在外籍使者的求

书交涉、书籍生产的统筹策划及生产线组织层面的主导性,在遣唐使的求

书活动中承担极为关键的对接、组织等角色。 可以想见,在第十二次遣唐

使的求书奏请与官方督造的过程中,时任秘书监的朝衡成为实际的经办

者。 由此,以首任日籍秘书监朝衡为起点,在 8 世纪日本对唐文化摄取的

高峰时期,形成了“求书上奏—对接监办—统筹生产—外交赠予”的流程

及有序机制,快速精准地促成大量儒释道汉籍的东传。 这一路径与机制,
亦成为后任日籍秘书监参与遣唐使求书活动的范例与基本规程。

就唐代官员的擢迁规律而言,由图籍机构基层官员九品校书迁至最

高长官三品秘书监的任职事例相对罕见③。 朝衡在唐的职业规划与擢迁

路径并非偶然,而是 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导向下的必然产物。 朝衡的

司经局校书、秘书监等任职,为 8 世纪中叶以降遣唐使的任职活动提供了

前期范例,并促成以日籍秘书监为主导的 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机制的

延续与完善。
(二)日籍秘书监的举荐与“书籍之路”机制的延续

作为在唐任职的首任日籍秘书监,从校书迁至图籍机构最高长官的

朝衡,不仅致力于中日“书籍之路”运行机制的构建,还通过对后任日籍

秘书监的举荐,逐步成就 8 世纪“书籍之路”机制的延续。
天宝十二年,朝衡举荐二度入唐的遣唐使吉备真备为秘书监。 《日

本高僧传要文抄》 载:“大使藤原清河拜特进,副使大伴宿祢胡万拜银

青光禄大夫光禄卿,副使吉备朝臣真备拜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及卫尉

卿。 朝衡等致设也。” ④可知本次遣唐使被唐廷授职,都与朝衡有关。
他的举荐使吉备真备获得了秘书省的行政职权,为肩负求书使命的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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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次遣唐使进入官方图籍机构开展求书活动提供了重要契机,并促

成 8 世纪中叶中日“书籍之路”机制的持续运行。 而吉备真备亦实际参

与书籍生产活动,配合秘书省牵头组织的生产工序展开工作。 2019 年

末《李训墓志》 的问世,揭示了吉备真备书丹者的身份,不仅证实了他

与官员李训及鸿胪寺之间的关系①,亦印证其受聘于秘书省的史实,从
而具备参与唐官方书籍生产与墓志制作的条件。 朝衡、吉备真备等留学

生对唐官方图籍生产活动的参与,反映了肩负求书使命的日本遣唐使

对图籍事务的热衷。 同期唐官方图籍机构的藏书体制,亦跟随遣唐使

传至日本②。
吉备真备不仅成就了佛教阙典的东传,在儒学典籍传日层面亦扮演

关键角色③。 据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记载,吉备真备曾以《集贤院见在

书目录》为线索在唐搜求《东观汉记》等书籍④。 8 世纪上叶,作为宫廷图

籍机构兼政治智囊的集贤院,地位一度赶超秘书省⑤。 据孙猛研究,《集

贤院见在书目录》乃吉备真备于日本天平七年(734)首次留唐返日时携

归,是当时最新、最完整的唐廷藏书目录,为后期遣唐使求书活动及《日

本国见在书目录》的编纂提供了重要参考⑥。 可见吉备真备首次入唐期

间与集贤院等官方图籍机构的交流,为其二度入唐及秘书监任职活动奠

定了基础。
除吉备真备之外,上元年间(760—761),因海难事件而返唐的遣唐

大使藤原清河,亦曾担任唐秘书监⑦。 藤原清河任职期间,适逢第十四次

遣唐使入唐。 据《续日本纪》载,唐廷对此次遣唐使给予了诸多特殊待

遇:“所请并免,即于内里设宴,官赏有差。”⑧日本唐文化吸收顶峰时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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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请”之物,必定包含书籍等日本朝廷高度重视、奋力求取的文化载体。
这亦印证,在藤原清河秘书监任职背景下,唐廷对遣唐使所承担的将唐文

化输入日本事业的扶持与包容。 至此,日籍秘书监的任职活动,构成了 8
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的主要路径与核心机制,其中朝衡对后任秘书监的

举荐,亦体现了这一机制的延续与完善。

结语

公元 8 世纪遣唐使在唐图籍机构的任职,成就了中日“书籍之路”机

制的构建与运行。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任外籍秘书监,朝衡自九品司经局

校书累迁至秘书省长官秘书监,在 8 世纪前半叶汉籍东传历程中发挥了

主导作用,体现了以书籍为载体的文化吸收政策对日籍人员在唐择业的

引导力。 朝衡以图籍机构官员的身份为契机,利用司经局、秘书省等机构

的存藏与生产、发行职能开拓唐官方图籍资源,精准把握“书籍之路”的

源头,逐步建构起 8 世纪以日籍秘书监在唐任职为主导的汉籍东传机制。
朝衡在唐司经局校书、秘书监的任职活动,本质上是日本唐文化吸收

顶峰期基于奈良朝官方意志的一种求书机制,为 8 世纪日本遣唐使的求

书活动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资源平台、精准的信息来源及稳定的渠道保障。
而朝衡对后批次日籍秘书监的举荐,亦保证了 8 世纪中日“书籍之路”机

制的延续与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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